
 

 

历史的寄生：开王殿的故事 

 

 

在台南，只要随便走上几步，就会和一座庙宇相遇。无论供奉

的是什么样的神明，一律层层叠叠、艳丽厚重，配以最现代的闪烁

灯光，俨然是城市生活中极为活跃的所在。神明在人们的日常生

活、乃至在城市空间里占据如此显赫的位置，是我在台南才有的独

特感受。 

不过，高雄的开王殿，却是另一番面目。 

 

来到高雄的开王殿，是一个大太阳的上午。不远处是已经被定

为“国定”古迹的中都唐荣砖窑厂。它们之间，是推平了所有建筑的

荒地一片，野草长得正欢。开王殿没有台南庙宇的大场面，没有色

彩艳丽的门楣，只是那么小小的敞开的一间。所有的陈列，都和如

今仍在看护它的几位老人家一样，上了年纪。 

 

知道我们要来，几位老人特意赶来。他们和高雄大学的杨老师

一起，向我们介绍开王殿的历史。原来，中都唐荣砖窑厂的前身是

1899 年日本人在此处建立的工厂。自开办以来，凭借着爱河的运输

优势和资源优势——沿岸的粘土和周围柴山提供的木材，砖窑厂生

意兴盛，吸引了从澎湖和台南来的大量移民。此后，大陆解放、国

民党来台，历史转移之中砖厂易主，其生产的 TB 砖，却销量大增，

甚至供应了当时香港一批校舍的建设。热情招呼我们的老伯，也就

在那时当起了砖厂的童工苦力。 

 

伴随着砖窑厂一同出现的，便是开王殿。在那个年代，移居此

地以烧砖维生、繁衍的男女老幼，不分昼夜，出卖着自己的劳力，

却得不到任何医疗和生活上的保障，更没有求医问药的门路。于

是，工人们用自己烧的砖，建起了开王殿，供奉上家乡来的神明。

用杨老师的话说，在当时那种严酷剥削、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开王

殿不仅是他们寄托信仰的中心，更是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中心。一位



阿婆从家里特意带来了开王殿当年的记录簿，里面详细记录了近百

年间，此地各家求医问症、捉鬼安神的故事。某家媳妇疯癫，某家

遭遇恶疾，某某人无法说话……。在记录这些症状之后，主事者写下

处理之法，开药请神，无意间却也记录了一部充斥着身体和精神的

高度紧张的社会生活史。阿婆一边帮我们辨认记录簿上的文字，一

边不断强调，开王殿的神明如何灵验，当年吸引了远远近近的人前

来的盛况。老伯则告诉我们，开王殿的神明之所以如此灵验，是因

为它是移民们从大陆那里直接分出来的神，在台湾的辈分很高；此

后，很多台湾庙宇里请的神，都是从开王殿分出去的，法力不够

时，还是要回来请教开王殿里的神。 

 

对于从小便没有生长于神明世界的我来说，要理解这些神明间

的关系，要理解这些老人家对开王殿的信仰和情感，实在没有那么

容易。不过，即便如此，狭小老旧的开王殿，和不远处耸立着砖窑

厂，仍然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幅格外鲜明的画面。据说这座砖窑

厂在建造时，引进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烧砖工艺，即便在今天看

来，废弃的砖厂仍有几分气势。只是，保障和佑护整日劳作的工

人，降妖伏魔、祛除疾病，使得现代的砖窑厂夜以继日生产获利

的，却是这座毫不起眼、由工人们从家乡带来的神明所主持的开王

殿。 

 

显然，当年的“现代”砖窑厂，不仅寄生在高雄这一块土地的自然

资源之上，寄生在工人们的勤奋劳动之上，同样也寄生在了这座供

奉各路神明的“封建迷信”的开王殿之上。 

 

不过，当政者似乎既不愿意正视这样的现代史，也毫无理解这

一寄生性的现代史的能力。于是，在网页上，我读到了这样一组认

定“古迹”的理由： 

 

“1. 唐荣砖窑厂为台湾 20 世纪砖材生产工业之重要见证，现有建

物中，八卦窑及烟囱之年代久远且工法细緻，保存相当完整。  

 



2. 砖材为台湾地区混凝土及钢铁材料技术发展前最重要的建筑材

料，工厂现存设施八卦窑及两座烟囱具有高度历史及文化意义，极

具保存价值。  

 

3. 类似砖材生产设施台湾各地区已少见，唐荣砖窑厂的规模为最

大且后期又增加新式生产设备，可看出生产技术的演进。  

 

4. 各式不同生产设备并存，具产业文化的稀有性、代表性、完整

性。  

 

5. 就产业观点而言，足以为高雄市工业化进程的重要见证，其提

供建筑材料之产业意义，也具有见证台湾工业及经济发展进步的历

史价值及意义。” 

 

看来，佯装对历史保持敬意的当政者，实际想要表达的，不过

是对“经济”的重视和对“现代”的敬仰。在他们眼中，历史之所以有价

值，只是因为它可以讲述一个“经济起飞”和“技术演进”的现代故事；

却完全忽略了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演进和腾飞，有过什么样的寄生

生活。 

 

对今天来说，遗忘、删除或否认这一寄生性的现代史，依旧是

世界各地发展主义者的通病。于是，伴随着高雄新一轮的土地开发

和爱河沿岸高档住宅的兴建，中都唐荣砖窑厂作为“现代”的化身，

被保留了下来，而以开王殿为代表的支撑着砖窑厂生产的生活村

落，却被铲除一空。1 

 

高桥哲哉在讨论福岛问题时，曾如此定义“牺牲的体系”：“在牺

牲的体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从牺牲他者的生活（生命、健康、日

                                                        

1  2004 年高雄市政府地政处《中都地区开发案可行性评估》，指出中都地区可

以在爱河沿线美化后，与对岸的美术馆园区结合成高级住宅区；之后中都地区

开发工程于 2009 年开始动工，2010 年 4 月中都湿地公园也开始动工，使得中

都地区自 1894 年开始形成的产业聚落地景瓦解消失。 
 



常、财产、尊严、希望等）之中产生并维持下去的。没有被牺牲者

的牺牲，要求牺牲的那方不可能产生利益，也不可能维持利益。但

这个牺牲通常不是被隐蔽起来，就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国家、国

民、社会、企业等）的’尊贵之牺牲’而被美化，或正当化。”2 

 

如果说，高桥哲哉讨论的重点在于，牺牲如何在日本文化中以

共同体的名义被正当化和崇高化的话，那么对我来说，一个更感兴

趣的问题在于，对于那些经历过各式殖民而发展起来的亚洲国家和

地区来说，为特殊的发展观所要求的牺牲体系，究竟是如何可能被

继续隐藏起来的？如果说对西方而言，这一牺牲体系更多的是在“黑

暗的心”或东方主义中被隐约体会的话，那么，对亚洲国家或地区的

人们来说，赤裸裸的牺牲，殖民者的寄生，是再鲜活不过的历史经

验，足以用来抵抗牺牲体系的说辞，挣脱单纯的现代幻想。然而，

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经历过殖民的亚洲各国，看起来对此并无

特殊的免疫力，甚至于用经济主义的话语去改写历史经验，反而成

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于是，被牺牲的历史经验究竟是如何被一系列

文化层面的经济主义操作遮掩起来的？以至于接受和无视这一牺牲/

寄生的感觉结构就此养成？对那些自认为充满正义感的现代都市人

来说，类似结构的牺牲体系也就变得和他们的道德感并存不悖？ 

 

就此而言，开王殿的故事或许提供了些许的答案。那就是，由

大大小小的政府主导的对现代历史的想象和教育，正对此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如果所谓现代发展的“遗迹”，总是保留以“中都唐荣砖

窑厂”为象征的经济进步，而删除以“开王殿”为象征的实质上支撑着

这一经济进步的社会生活，那么，无需牺牲的进步，或自我圆满的

现代，也就成了通过历史教育，最深入人心的理解发展的方式。而

以此为基础的发展想象，自然成为今天城市生活的基石。正是经由

将历史肢解为局部的经济进步的“历史教育”，人们再也看不到实际

存在的牺牲/寄生，进而天真或犬儒地以为，现代历史可以抛开牺牲

的人群、寄生的土壤，自我成型。 

                                                        

2 高桥哲哉：《牺牲的体系 福岛 冲绳》，李依真译，第 36 页，台北：联经出版

公司 2014 年 6 月。 



 

临行前，同行者打趣说：如果开王殿的神明果真如此厉害，那

么怎么就不能保佑自己不被高雄市政府的开发计划铲平呢？这让我

想到那位从小就在砖窑厂卖苦力的老伯对“古迹”保护工作的评论。

他说，修缮工作将熟知工厂的老人们排斥在外，又完全没懂工厂的

建造结构，表面上看起来不错的修复加固，实际上不过是加重了建

筑的负担，让它更容易倒塌罢了。 

 

看来，无论是在历史的哪一个片段之中，砖窑厂和开王殿始终

都是一个寄生者和被寄生者的整体组合。当砖窑厂成了“国定古迹”

时，开王殿和热爱它的老人们也就必须被保存和继承下来。如果忽

视这一整体性，忽视对被寄生者的尊重和理解，沉溺在现代自我形

成的幻想中，那么，现代“古迹”轰然倒塌的一天就不会太遥远。 

 

或许，这便是神明的威力，或者说，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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